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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的一次次民族危机促成了中华

民族区隔于外族的独立国族意识，并开始形塑不

同于传统“才子佳人”的国族形象。五四伊始，

女性地位、权利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的重要社会

场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国家政治文化语境的

嬗变，女性形象在“阶级性”与“人性”［1］的

扞格与龃龉中被具形。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以来，历经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开

放，在党的领导下，建构了具有崭新的时代精

阶级性与人性扞格视域下新国族女性形象的
建构

——试论中国 20 世纪红色戏剧女性形象的嬗变

贾冀川  陈  倩

摘  要｜五四伊始，女性地位、女性权利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艺重点关注的社会场域。此后，伴随着

激烈的阶级矛盾、深刻的民族危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曲折的政治文化进程，在阶级性与

人性的扞格与龃龉中，党领导的中国 20 世纪红色戏剧里的女性形象不断演变递嬗，在不同

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内涵，从而完成了新国族女性形象的世纪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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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人性”，周作人先生在《人的文学》中对“人”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

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将人的自然属性看作是人的本质。而1928年后，“阶级性”渐渐代替了五四时期的自然

人性，更为强调人背后的阶级斗争等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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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文化内涵的新国族意识，从而在20世纪红色

戏剧［1］中塑造了一系列承载着这种新国族意识

的新国族形象。作为新国族形象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红色戏剧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亦在“阶

级性”与“人性”的抵牾碰撞中建构起了独特的

样貌。

一、“革命”视域下婚姻家庭的守望者

苏区红色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在解放妇女、教

育大众、鼓动参军的“革命”语境下被塑造出

来，但其中比较突出的还是呈现为婚姻、家庭中

的女性。其一，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例如话剧

《最后胜利》（作者和创作具体时间不详）中的

共青团员李翠珍和戏曲《大放马》（作者不详，

1931）中的“青妇”。剧作承继了五四时期所宣

扬的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思想，在坚守包办婚

姻的长辈与追求婚姻自由的儿女的对立中表达了

进步的婚恋观念。这些戏剧力求通过揭露旧社会

的封建礼教的罪恶，鼓励妇女做自己命运的主

宰，从而塑造了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先进女性形

象。但是，与五四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一

方面，这些妇女形象过于单薄，个性色彩不强；

另一方面，这些戏剧主要聚焦自由缔结婚姻的问

题，并未能宏观思考婚姻生活中的男性与女性的

关系。

其二，支持或反对丈夫、恋人参加红军的女

性。如戏曲《志愿当红军》（李伯钊，1933）中

阻挠、反对丈夫参加红军的村妇；话剧《反对开

小差》（集体创作，1932）里的坚决反对丈夫脱

离红军队伍的陈少卿妻子；《欢送哥哥上前方》

（集体创作，1932）中支持刘春生参加红军的决

定，对革命有着高度认同的李兰花。《志愿当红

军》中的农民报名参军，但妻子反对说“世上几

多人呀，怎么偏要你当兵”“你要去当兵呀，我

硬去离婚”［2］。后来妻子在了解优待军属政策

后，完全转变态度。其实，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

参军，这些戏剧都以是否支持丈夫、恋人参加红

军为标准来界定女性形象的先进与落后。显然，

这里仍然暗含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

逻辑，女性似乎还是以“贤内助”的传统形象存

在，女性依旧被附庸于男性。

总体来说，苏区红色戏剧中的女性形象主要

是为了配合苏区政策宣传，有助于对苏区女性权

利和自由的启蒙，有助于发动女性的力量助力苏

区的革命斗争。但显然，女性的社会内蕴还未被

充分发掘，女性的活动还被囿于婚恋和家庭。由

此，女性的真正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革命与浪漫的结合者

党领导的国统区的左翼戏剧与苏区红色戏

剧几乎同时发展起来。1925年五卅运动和国民

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五四中所提倡的个人主

义、人性的自由被左翼作家日益边缘化，“阶

级论”在左翼作家群体心中渐渐占据上风。

期间，梁实秋与左翼进行了有关“人性论”和

“阶级论”的论争。梁实秋指出：“文学就是

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恋

爱的力量，义务的观念，理想的失望，命运的

［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自领导中国革命

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领导中国文艺。其中，戏剧艺术作

为一种可以及时反映社会变革并迅速向公众传播的艺术

形式，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苏

区红色戏剧、国统区左翼戏剧、解放区戏剧、十七年社

会主义戏剧、文革样板戏和新时期主流（主旋律）戏剧

等不同形态戏剧样式的嬗变。尽管各个时期名称不一、

形态有异，但这些戏剧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

一个时期党的事业和理想服务。因此，它们都可以被视

为广义上的红色戏剧。

［2］廖巧云主编《中央苏区戏剧集》，长江文艺出版

社，2017，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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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虚伪的厌恶，生活的赞美，这种种都是

古往今来的文学杰作的根本素质，而这种种又

是人性的最重要的成分”［1］。两者在立场的尖

锐对立之中，又在具体创作上有共通，即左翼

戏剧虽然强调话剧的战斗作用，让女性走出家

庭去从事革命斗争，推动妇女解放，但同时并

没有完全放弃婚姻爱情叙事，从而形成了“革

命+恋爱”的模式，增添了革命的浪漫色彩。因

此相比于苏区的红色戏剧，左翼戏剧在塑造革

命女性的同时更擅长抓住女性情感细腻的性格

特点，将女性放在婚姻与恋爱的话题中，如自

由恋爱、情感漩涡、婚姻自由等，来呈现20世

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觉醒。

四幕话剧《春风秋雨》（阿英，1936）以

1926年大革命时代北伐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

群青年革命党人形象。陈凤云是革命军人中

比较少见的女性，她富于情感，性格倔强，

来到都市后，被繁华的都会生活诱惑，沉迷于

项豪的甜言蜜语，无意中出卖了同志。为此她

追悔莫及，一度堕落为交际花。但她革命者的

本性未变，在关键时刻开枪打死敌军李师长，

拯救了同志，重新回到了北伐军的队伍。人

生境遇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陈凤云，是一个时

代向往革命、追寻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生命轨

迹的独特写照。她曾经难挨的情感与物质的

诱惑，她在情感和精神方面经历的剧变，是对

一个女性在特定时刻人性选择的真实描写。

田汉的《回春之曲》（田汉，1934）具有浪漫

传奇色彩。主人公高维汉怀着一腔报国热情

参加“一·二八”抗战，却在战争中失去记

忆。女主人公梅娘冲破家庭的阻挠来到高维

汉的身边。在梅娘的歌声和新年鞭炮声的刺

激下，高维汉最终恢复了记忆。该剧将上海

“一·二八”抗战的大背景和年轻人的爱情结

合，将梅娘细腻的情感、对爱情的坚贞，以及

在恋爱中心情的起伏与情感选择进行了真实

的再现，从而塑造了一位不惧战火、勇敢追

求爱情的伟大女性。而相比于梅娘，《黑地

狱》（石凌鹤，1936）中的金姑娘更为大胆和

复杂。《黑地狱》取材自天津海河浮尸事件，

揭露了汉奸马国材和萧汉江帮助日军招揽廉价

劳动力、毒害平民大众的恶劣行径。而作为萧

汉江情妇的金姑娘，周旋于萧汉江、萧大龙、

倪毅之间。她受萧汉江的庇护，看重物质追

求；但同时她拥有独立自由自主的意志，能够

在关键时刻保护萧汉江。她直爽、坚毅，被义

勇军战士倪毅吸引，酒后她大胆地向倪毅表达

爱意，主动在他面前唱了一支民歌小调：“有

情郎跪在地下不抬头，一心一意要把情来偷，

小奴家宽衣解带与我郎消闷解忧愁，卖的是风

流。”［2］其中，甚至“性”也合理登场。由

此，在没有完全被革命话语所束缚的语境下，

《黑地狱》真实地关照了人物内心与复杂的情

感关系，具形了一个独立、大胆而又情感细腻

的女性形象。

左翼剧作家关注阶级性但并没有忽视女性内

心正常的情愫。他们通过关照细致动容的爱情和

女性内心细腻的情感，塑造出了如梅娘、金姑娘

等情感丰富、充满人情人性美，却又独立坚毅的

女性形象。

而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左翼戏剧界提出“国

防戏剧”，要求反帝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

暴行。因此，左翼戏剧中也塑造了不少积极抗

日救亡的女性形象。如《东北之家》（章泯，

1936）里的妹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和汉奸走

狗的哥哥决裂，最后大义灭亲毒死了恶贯满盈的

［1］梁实秋：《绪论》，载《文艺批评论》，中华书

局，1934。

［2］凌鹤：《黑地狱》，上海杂志公司，1937，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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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别的苦女人》（姚时晓，1936）里的阿

英积极参加学校学习、参与抗日救亡的游行示

威，面对父亲和舅父的阻拦、面对父亲和舅父为

她包办的婚姻，面对父亲的殴打，她喊道：“你

打好了，打好了，你打死我也不听你的话。我不

是姊姊，可以服服帖帖让你去卖给人家，我绝不

由你做主。我是一个人，我要自由。”［1］独幕

剧《烙痕》（宋之的，1936）中十九岁的郭丽之

也表明抗日决心。面对喜多上尉的求婚，郭丽之

答道：“我们民族的光荣和自由，是宁可死也

不可能辱的！”［2］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

下，这些女性积极去经历抗日救亡暴风骤雨的洗

礼，从而突显出了女性的进步、独立和强烈的革

命斗争意识。

三、革命的化身与革命的拯救者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深受苏区、左翼戏剧影

响的解放区戏剧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解放区戏剧的创作环境相

对宽松，如丁玲的独幕剧《重逢》（1937）就是

“革命+恋爱”模式的延续。该剧将爱情和战争

结合，表现了担任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的白兰在

生死离别时对马达明的爱意，从而塑造了独立而

又情感细腻的女性形象——白兰。不过，在战争

的烽火下，解放区戏剧中女性“人性”的一面开

始让位于“革命性”。颜一烟的四幕历史剧《秋

瑾》（1940）塑造了民主革命战士秋瑾。作为两

个孩子的母亲，她牺牲小家为大家；作为进步女

性，她为把二万万女同胞都从十八层地狱里拉出

来，丝毫不吝惜她的心血和精力；作为光复军

协领，她革命立场坚定，对起义失败的原因有清

醒的认识。她说：“我就是革命党，早晚有一天

一定能达到我的目的，也许是在几十年以后吧！

可是，前头要是没人开始，后边的人怎么接着走

呀？”［3］她英勇就义前还心系革命前景，告诫

后来人一定要革命到底！“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

起义失败的教训啊！计划不周，联络不够，纪律

不严，不听统一指挥，敌人暂时还是比我们强

大得多啊！”［4］秋瑾将短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

革命。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后，解放区戏剧的阶级性、斗争性、革命性

不断增强，“人性”不断被削弱。“在阶级社会

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

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

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

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

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5］。

《农村曲》（温涛等集体创作，1938）、《拴不

住》（韩塞等集体创作，1940）等作品表现了在

伟大抗战中前进着的模范女性，她们不顾公婆的

反对，也不学别人送礼留人不去当兵，而是积极

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说服村民。最后，被说服的广大妇女村民唱道：

“我们女人要学他，都送丈夫上前线，打完鬼子

再回家。万众一条心，走上战场，杀退敌人，团

结勇敢奋斗牺牲。”［6］歌剧《刘胡兰》（朱丹

等集体创作，1948）中，刘胡兰年纪小本领大，

地主十三海说：“黄毛丫头刘胡兰，可不能把她

［1］于伶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戏剧集

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154页。

［2］于伶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戏剧集

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123页。

［ 3 ］ 胡 可 主 编 《 中 国 解 放 区 文 学 书 系 （ 戏 剧 编

四）》，重庆出版社，1992，第1605页。

［ 4 ］ 胡 可 主 编 《 中 国 解 放 区 文 学 书 系 （ 戏 剧 编

四）》，重庆出版社，1992，第1642页。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

827页。

［ 6 ］ 胡 可 主 编 《 中 国 解 放 区 文 学 书 系 （ 戏 剧 编

二）》，重庆出版社，1992，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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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小看。打饼子做军鞋，慰问八路。挨家挨户，

劝说众人，和我清算。”［1］刘胡兰在经受敌人

的折磨和恐吓后临危不惧，依然激昂地高歌：

“共产党你杀不尽，穷人你杀不尽，你杀了我一

人不要紧，千百万人民后面跟，总有一天为我报

仇恨。”［2］在临死之前，刘胡兰还冲向敌人，

猛力打他两个耳光，然后从容地躺在铡刀上，面

无惧色。

阶级性视域下的解放区戏剧除了主动参加革

命的女性形象外，更多地塑造了革命力量的拯救

者，她们大多是深受旧社会压迫的女性形象。其

中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1945）

中的喜儿最为经典。除夕之夜，黄世仁以催债为

名逼死杨白劳、强霸了喜儿。在黄家，喜儿受尽

折磨，不仅经常遭受黄母的无端打骂，还被黄世

仁奸污，致使怀孕。而为了娶城里的新娘，黄世

仁竟然与母亲密谋将已怀孕七个月的喜儿卖掉。

之后喜儿只能栖身深山野洞，只能靠偷吃庙里的

供品和采摘山里的野果艰难度日，常年食不果

腹、衣不遮体、不见天日的喜儿成为生活在充满

封建压迫的这样典型环境中的具有普遍性的时代

典型形象，她的悲剧不再是带有偶然性的个别女

性的悲剧，而是具有很大普遍性的所有生活在旧

中国的老百姓的悲剧。被压迫、剥削的女性形

象还有歌剧《赤叶河》（阮章竞，1947）中投河

而死的燕燕儿，歌剧《三世仇》（虞棘，1948）

中上吊自杀的儿媳和被卖的小兰儿。《赤叶河》

里农民王大富遭受恶霸地主吕承书的剥削压迫，

吕承书见色起意，调戏、奸污王大富的儿媳燕燕

儿，致使她在丈夫王禾子不信任自己后投河自

尽。这些被压迫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承载刻骨铭心

的阶级仇恨，她们不幸的遭遇共同倾诉着旧社会

的苦难；另一方面，她们的悲惨命运又是革命力

量打碎旧社会、旧制度的重要推动力，是革命需

要拯救的对象和目标。随着在剧作结尾喜儿获得

解放、黄世仁被镇压，广大妇女成为革命最坚定

的同盟军。

在解放区戏剧中，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女

性真正被纳入革命、抗日救亡的话语体系当中。

不断被强化的女性形象所生存的革命语境，推

动了女性进一步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

了女性的地位。然而被过度形塑的刚强、坚定的

性格特征，使得女性内心细腻的情感被削弱到无

形，性别区隔模糊了。在革命叙事中，女性在社

会层面获得解放，但从人性角度看，人的解放还

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

四、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和女英雄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文

艺的社会意义也被推陈出新，“文艺应当帮助人

民扫清这种由于长期民族屈辱地位所造成的自卑

心理，而建立起适应于我们今天国家地位的，伟

大中国人民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加强人民对自身

伟大力量和光明前途的信心”［3］。为了建构昂

扬向上的国家形象，荡涤战乱在国人心中留下的

狼藉与自卑感，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中产生了不

少颂歌模式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也以能顶半

边天的妇女或女英雄的面貌成为歌颂新社会、建

设新生活的歌者和名片。而这些女性形象在完成

以国家、集体为名义所赋予的使命的历程中，在

政治运动频仍的社会语境的投射下，她们身上的

阶级性、政治性不断增强。

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百废待

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广大妇女像

［ 1 ］ 胡 可 主 编 《 中 国 解 放 区 文 学 书 系 （ 戏 剧 编

二）》，重庆出版社，1992，第847页。

［ 2 ］ 胡 可 主 编 《 中 国 解 放 区 文 学 书 系 （ 戏 剧 编

二）》，重庆出版社，1992，第860页。

［3］周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人民文学

出版社，1952，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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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一样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出半边

天的力量。独幕话剧《妇女代表》（孙芋，

1953）里的张桂荣是新选出的妇女主任。她带

领村里的妇女们办互助组、上夜校学知识，

她还要办妇婴保健站，宣传卫生知识。独幕话

剧《刘莲英》（崔德志，1945）中的刘莲英是

新时代积极参与纱布生产、注重集体利益的工

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1958）中

的孙惠英参与十三陵水库建设，取得了不输男

同志的骄人业绩。

而新中国《婚姻法》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妇

女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在婚姻家庭中妇女也

是与男性平等的“半边天”。为此，十七年社

会主义戏剧塑造了不少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形

象。例如评剧《刘巧儿》（王雁执笔，1949）

里的刘巧儿、评剧《小女婿》（曹克英执笔，

1952）里的香草、沪剧《罗汉钱》（宗华、文

牧、幸之执笔，1952）里的张艾艾和李小晚、

吕剧《李二嫂改嫁》（刘海村等集体创作，

1954）里的李二嫂、眉户剧《梁秋燕》（黄俊

耀，1951）里的梁秋燕、豫剧《小二黑结婚》

（田川、杨兰春，1953）里的于小芹，尽管面

对的障碍和困难各有不同，但她们都通过各自

的努力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争取婚姻自主

的行动中取得胜利。如果说刘巧儿、香草等人

是在被动中争取到婚姻自主的权利的话，《赵

小兰》（金剑，1950）中的赵小兰则是主动地

主张自己婚姻自主，她充满政治自信地质问

她的母亲：“共产党把咱们女人这条锁链砸

开，叫咱开会、学习、生产，把咱妇女地位提

高了。妈！咱们的命就在我爹一句话上吗？

爹说我嫁给姓魏的我就嫁给姓魏的，这就是命

吗？”［1］甚至，她更进一步提到了解除婚姻

的自主，她说：“结婚也得自愿两合，不自愿

就得两离。”［2］当然，婚姻的自主离不开平

等的财产权，《妇女代表》（孙芋，1953）中

的张桂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清晰的认知，“两

张地照有我一张，三间房子有我一头，这是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分给我的，我的地照我拿走，

房子不住我拆了它! ”［3］婚姻的自主意识和经

济独立精神，确立了这些女性的社会主义新人

形象。

在新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十七年社会主义戏

剧中的女性形象积极追求婚姻自主，积极参与社

会主义建设、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在国家

法律的保障下，她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半边

天”社会地位，其形象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

现实意义。然而，除了《刘莲英》（崔德志，

1954）等少数作品涉及对恋爱心理等人性人情的

描写外，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缺乏

人性的真实。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对男性的依

附性越发减弱、政治和经济上更趋独立平等的

同时，女性形象的个性意识、女性意识也日趋

淡化。

到了文革时期，样板戏中女性大多被塑造

成性格单一、人格独立的女性英雄。《龙江

颂》（集体创作，1972）中江水英是龙江大队

党支部书记，面对百年不遇的大旱，是保自

己大队三百亩良田？还是筑坝拦水牺牲自己解

救旱区九万亩良田？她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执

行县委丢卒保车的指示，舍小家保大家。《海

港》（集体创作，1967）中方海珍是装卸队党

支部书记，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过程中从工

人阶级里涌现的时代楷模。她既干劲十足，又

［1］田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中国青年出

版，1961，第20页。

［2］田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中国青年出

版，1961，第22页。

［3］田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中国青年出

版，1961，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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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缜密，她能率领装卸队工人们突击抢运，

战斗动员、深夜翻仓；她又能发现散包、追查

事故、找出阶级敌人。她慧眼识人，及时发现

韩小强的思想问题，通过阶级教育展览会对韩

小强进行了思想教育，纠正了韩小强思想里的

私心杂念。她更慧眼辨人，在对韩小强进行思

想帮扶的过程中，她见微知著，及时发现钱守

维进行各种破坏的线索，从而早做准备，最后

能够一举打掉阶级敌人钱守维的破坏活动。历

经艰险后，方海珍领导装卸工人顺利完成装卸

任务，支援非洲人民自力更生的稻种在海港早

晨迎着初升的红日远航出海。还有《杜鹃山》

（王树远等集体创作，1972）中的柯湘、《沙

家浜》（汪曾祺等集体创作，1965）中的阿庆

嫂、《红灯记》（殷承宗，1968）中的李铁

梅，《红色娘子军》（李承祥、王锡贤、蒋祖

慧，1964）中的吴清华等，她们大多都成了政

治理念的化身。

文革期间，人性论成为禁区。女性对于自身

性别特征的体认被抹杀，她们的外在形象及性格

趋于中性化、甚至男性化，她们的生理弱势也

被忽视。由于婚恋叙事被彻底放逐，样板戏中的

女性大多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这种能顶半边

天的“铁娘子”女性形象虽然具有强烈的激励作

用，彰显了女性的独立，但是，人物形象单一、

刻板，遮蔽了女性意识。

五、多元普通的真实女性

新时期对文革进行了拨乱反正，五四精神得

以重启，“人”也被重新发现。“人的重新发

现，是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力、人

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

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

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开始重新被提

起”［1］。此时，主旋律戏剧对女性人物形象的

塑造也回到了对人性的关注上，被压制的婚恋叙

事以及人性中的情感波动都被真实呈现，女性形

象更加丰满。

《四姑娘》（魏明伦，1981）和《八品

官》（甘征文，1981）不再将爱情和内心情感

的描写拒之门外。《四姑娘》里的四姑娘许秀

云因嫁给品行不端的郑百如，婚后身心饱受

摧残，后因大姐病故，常代姐夫金东水照顾大

姐的一双儿女。郑百如与其姐姐四处散布金东

水与秀云关系暧昧的流言蜚语，四姑娘毅然与

之离婚。在长期的相互同情、关心中，秀云与

金东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面对郑的中伤以

及沉重的思想枷锁，只能把感情深埋于心中。

许茂欲将四姑娘嫁往外乡，郑百如出于自身利

益的需要，又提出复婚。郑的纠缠，父亲的责

难，迫使四姑娘于深夜去找金东水倾吐衷肠，

却被金拒之门外。绝望之下，四姑娘投水自

尽，幸被及时发现得救。在经历了一系列坎坷

磨难之后，四姑娘与金东水终于苦尽甘来走到

了一起。该剧展现了许秀云与郑百如、金东水

之间的情感纠葛，细腻地描写了许秀云在情感

徘徊时愁苦的内心，从而塑造了善良温柔却又

屡遭磨难的四姑娘许秀云形象。《八品官》中

的桂英不同意丈夫刘二当队长，甚至最后用

“离婚”来“威胁”刘二。桂英反对刘二当队

长出于私心，在如何处理公与私等关系上，剧

作将人性中的“人之常情”展露出来。虽然在

这个事件上，桂英表现出落后的一面，但她率

真、善良、可爱，并真心地爱着刘二。在相爱

又相争之中，桂英的形象跃然纸上。

与四姑娘和桂英不同，《街上流行红裙

［1］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

流》，《红岩》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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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马中骏、贾鸿源，1984）里的陶星儿不

是普通人，她是劳模，但劳模的身份成了束缚

她的精神枷锁。在看到阿香买来的红裙子时，

陶星儿也忍不住偷偷地试穿，她的内心深处也

潜藏着对美丽、时尚的渴慕。然而，在值班长

的真诚“关怀”下，陶星儿始终不敢，也不

能越雷池一步，这导致同伴们的误会和排斥，

而劳模的身份也使陶星儿不能很快地接受自己

和别人的缺点。不过，在生活经历和时代的呼

唤下，她逐渐苏醒了自我，摆脱了单调乏味的

“加班——开会”的劳模生活方式，自由地

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在陶星儿形象这

里，不是先进落后问题、不是生产竞赛问题、

不是劳模给谁问题，而是新时代青年人如何真

实地、真诚地生活问题，正像陶星儿在广播里

说的“我不是劳模，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

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街上流行红裙子》真

实地呈现了女性对美的追求和对情感的渴望。

在剧尾，陶星儿在突破重重情感和心理藩篱

后，终于复归了人性的真实。

女性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新时期主旋律

戏剧通过描写女性正常合理的情感、欲望、爱

美之心，再现女性形象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

世界，使得女性形象的塑造摆脱了之前的铁

娘子样貌，回到了人性上来。在男性的话语体

系当中以男性的标准塑造女性形象失去了女性

的本真，只有在人性解放的基础上去关注女性

社会地位的独立，才能更为彻底地实现女性的

解放。

六、结语

在阶级性和人性的疙疙瘩瘩的纠葛龃龉中，

中国20世纪红色戏剧的女性形象不断嬗变。革命

者、半边天、社会主义新人、女英雄、多元真实

女性成为由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构成

的新国族意识的具形者，从而建构起20世纪新国

族女性形象谱系。进入21世纪后，新时代中国特

色的戏剧文艺作品也需要吸取中国20世纪红色戏

剧中人物塑造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创造能承

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内涵的、充满人

性的新国族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

纪中国红色戏剧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7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贾冀川  陈倩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